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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 “转型正义”实践述评＊
周　佳
〔内容提要〕台湾地区在 “解严”之后开启 “转型正义”进程，依靠 “司法解释”和制定
规范文件的方式，推进澄清真相、维护权益、服膺正义等工作。并在 “立法”规制、真相调
查、受害人救济、“不当党产”清查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在民进党的政治操弄下，
“转型正义”出现了 “立法”草率、真相不彰、矫枉过正和维权受阻等问题，背离了正义的宗
旨，使 “转型正义”成为了政党斗争和宣扬 “台独”的工具。
〔关 键 字〕台湾地区　 “转型正义”　政党斗争　 “台独”工具
〔作者介绍〕周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博
士生。
引　　言
转型正义理论兴起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维护民主人权、追求和平稳定、
实现社会和解为根本目的。为了推动民主转型、社会进步，台湾地区从１９９５年发布的 “二二八事件处
理及补偿条例” （简称 “二二八补偿条例”）开启 “转型正义”的规范和实践。民进党蔡英文于２０１６
年 “大选”中也将 “实施转型正义”作为其主要政见之一，〔１〕在胜选后更是高调推动 “转型正义”工
作；由民进党主导台湾地区 “立法机构”通过专门 “立法”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简称 “促转条
例”），使 “转型正义”工作获得 “法理”依据。“转型正义”已成为台湾社会关注的重点和热点。
然而，早在２０００年已有台湾学者注意到 “转型正义”在台湾地区的 “不正常”表现： “绝大多数
倡导转型正义概念的，都是泛绿或亲绿的学者及团体；而泛蓝或亲蓝的学者及团体，则刻意不触及这
个问题，或是以嘲讽、否定的态度看待。”〔２〕 “蓝”“绿”阵营在 “转型正义”议题无法达成共识只是
表象，实质是 “转型正义”已成为政党斗争、宣扬 “台独”的工具。鉴于此，本文拟分析台湾地区
“转型正义”的内涵、发展演变与实践现状，以尝试揭示台湾地区 “转型正义”背后的真意。
一、台湾地区 “转型正义”概述
“转型正义”（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的表述第一次出现，是在美国学者内尔·克里兹 （Ｎｅｉｌ　Ｋｒｉｔ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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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新形势下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法治路径研究”（批准号：１７ＪＪＤＧＡＴ００１）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废孙中山遗像？蔡英文：建立机制处理转型正义》，台湾 《中国时报》，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４日。
江宜桦：《台湾的转型正义及其反思》，台湾 《思想》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６５－８１页。
１９９５年出版的著作 《转型正义：新兴民主如何面对旧体制》中。〔１〕联合国的文件一般将其翻译为 “过
渡司法”或 “过渡时期司法”。２００４年联合国报告 《冲突中和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过渡司法》将过渡司
法界定为：“一个社会为抚平过去的大规模虐害行为所遗留的伤痛，确保究问责任、伸张正义、实现和
解而进行的努力的所有相关进程和机制”；这种进程和机制既可以是司法性质的也可以是非司法性质
的，其中包括起诉、赔偿、真相调查、机构改革和人事清查。〔２〕
台湾地区学界对 “转型正义”的系统研究，是从绿营学者批评国民党当局开始的。吴乃德于２００６
年发表文章 《转型正义与历史记忆：台湾民主化的未竟之业》，在文中指责台湾地区 “转型正义”现状
是 “赔偿受害者、遗忘有加害者的存在、同时让历史荒芜”，呼吁进行民主教育和民主道德的重建。〔３〕
之后，该问题引起热议，如苏俊雄于２００７年发表文章 《转型正义与刑法正义》，从刑法角度将 “转型
正义”限缩界定为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政治转型以后，究竟如何处理旧政权成员所犯下的侵害人权罪
行的问题”；他认为对于以往 “威权统治”时期当局侵害人权的行为不应模糊处理，应在刑法秩序内予
以积极追责，或者慎重正式的宽恕赦免。〔４〕现在台湾学界对 “转型正义”有两个层次的理解：（１）狭
义的 “转型正义”是推翻过去威权统治后，重新树立正义应有作为、促进民主转型的一项法律工
程；〔５〕（２）广义的 “转型正义”，除了修正历史不义外，还要对政治支配、经济剥夺、社会歧视、以
及文化流失等问题进行修复。〔６〕
台湾地区 “转型正义”的矛头始终指向国民党。依照２０１７年公布的 “促转条例”的规定， “转型
正义”主要针对的是 “两蒋”时期的 “威权统治”，即自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二战日本宣布战败时起，至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６日台湾地区全部 “解严”为止的这段时期。〔７〕期间牵涉的 “转型”事项主要有：“二二
八事件”、“白色恐怖”、国民党的 “不当党产”问题，以及 “原住民”的历史正义。
二、台湾地区 “转型正义”的演进
（一）“转型正义”进程正式开启
１９８７年解除 “戒严”后，台湾地区开始进行民主转型，“转型正义”实践也是从那时开始的：１９９５
年发布 “二二八补偿条例”和 “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 （简称 “戒严时期回复条例”），
１９９８年发布 “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
李登辉执政时期的 “转型正义”，由国民党当局自上而下推动，认定国民党过去的行为具有 “形式
合法”性，只有裁判在行政上被认定为 “不当”时，才给予补偿。例如，依据１９４９年修正的 “戒严
法”第１０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在 “解严”后，就 “戒严”时期军事法庭的判决提出上诉。但依据
１９８７年公布的 “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第９条的规定，〔８〕 “戒严”时期 “戒严”地域内，经军事
审判机关审判的非现役军人刑事案件，刑事裁判已确定的不得向该管法院上诉或抗告。换言之，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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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力宇、熊侃：《过渡司法：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系统性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回应》，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１４３－１５１页。
《冲突中和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过渡司法：秘书长的报告》，载联合国文件Ｓ／２００４／６１６，２００４年，第８段。
吴乃德：《转型正义与历史记忆：台湾民主化的未竟之业》，台湾 《思想》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１－３４页。
苏俊雄：《转型正义与刑法正义》，台湾 “中研院”法学期刊创刊号，第６３－７４页。
吴乃德：《民主时代的威权遗产》，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台湾转型正义阶段报告 （卷一）清理
威权遗绪》，台湾新北：卫城出版，２０１５年，第２７－６７页。
施正锋：《人民的权利与转型正义》，台北：台湾国际研究学会，２０１６年；谢若兰、吴明季：《转型正义的思考与实践》，《台
湾原住民族研究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１－２９页。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３条规定：威权统治时期，是指自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起至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６日止的时期。１９８７年台湾当
局宣布解除 “戒严”，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６日台湾地区实现全部 “解严”。
台湾地区 “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在１９９２年之后修改为 “国家安全法”。
当局重申了 “戒严”时期军事审判的形式合法性。“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２７２号解释也对上述第９
条做出了肯定：虽然台湾地区 “宪法”有明文规定，人民除现役军人外不受军事审判，但 “戒严法”
第８条、第９条规定的非现役军人得由军事机关审判，则为 “戒严”制度的例外情形。
（二）“大法官”解释的推动作用
１９９９年台湾地区 “大法官”做出释字第４７７号解释，认为：“戒严时期回复条例”第６条规定的适
用对象以 “受无罪之判决确定前曾受羁押或刑之执行者”为限，未能包括 “不起诉处分确定前或后、
经治安机关逮捕以罪嫌不足径行释放前、无罪判决确定后、有罪判决执行完毕后，受羁押或未经依法
释放的人民”，形成了法律上的不平等，显属 “立法”上的重大瑕疵；上述情形均可声请所属地方法院
比照 “冤狱赔偿法”相关规定请求赔偿。该解释被认为指出了台湾当局在过去确实有非法侵害人民权
利的情形，是对台湾当局之前强调的 “形式合法”的否定。〔１〕之后 “戒严时期回复条例”于２０００年２
月修改完善，依据该解释扩大了赔偿的范围。
陈水扁执政时期，２００３年的 “大法官”释字第５６７号解释宣告：过去有关机构仅依据思想形状考
核认定罪犯是否有再犯之虞，即可对已经刑满释放的人再行交付无定期管训的法律规定，因不符合现
今的人权保障原则而予以废除。〔２〕２００７年 “大法官”释字第６２４号解释指出：过去的 “冤狱赔偿法”
第１条在规定赔偿范围时排除了军事机构受理的案件，现在应予以修改，允许当事人就一定期限内的
此类案件提出赔偿请求。〔３〕上述都是 “大法官”依据 “转型正义”的理念，通过解释的方式所做的变
动。
（三）“转型正义”写入专门 “立法”
２０１６年蔡英文执政后，台湾地区 “转型正义”形势发生转变。２０１６年台湾地区 “立法机构”公布
实施 “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以下简称 “不当党产条例”），将 “不当取得财产”
的调查、返还、追征、权利回复及其他相关事项交由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简称 “党产会”）负
责。“不当党产条例”带来的变化有两项：（１）明确表示其制定目的是 “落实转型正义”，使 “转型正
义”不再仅仅是一种学说或理论，而正式成为 “成文法”概念。 （２）该规范处理的是 “不当”、而非
“不法”取得的财产，因此只要是违背现在 “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环境、健全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以
违反政党本质和民主法治原则的方式取得的党产，无论过去合法与否，都属于 “不当取得财产”。
台湾地区 “立法机构”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５日通过 “转型正义”特别规范 “促转条例”，与之前的
“不当党产条例”相衔接，成立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简称 “促转会”）作为所有 “转型正义”事
项的主管机关。“促转会”与先一步成立的 “党产会”在事务上是 “主干与分支”的关系，“促转条例”
承认和延续了 “不当党产条例”的规定，明文将处理 “不当党产”相关事项的职权交由 “党产会”。〔４〕
至此，“党产会”被确定为专门负责党产事项的机构，“促转会”与 “党产会”在规范层面并无明确领
导关系，但总体负责 “转型正义”事务；民进党当局得以 “有理有据”的推进 “转型正义”进程。
三、台湾地区 “转型正义”的实践
（一）“立法”补足缺失
早期的 “转型正义”规范文件都是针对具体事件，未能明确落实 “转型正义”的 “法律”概念。
直到２０１６年的 “不当党产条例”，“落实转型正义”的表述第一次明文出现，紧接２０１７年台湾地区 “立
法机构”通过 “转型正义”的特别规范 “促转条例”，才使台湾地区 “转型正义”获得 “法理”依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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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升：《论台湾的转型正义：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对话》，台湾 《台湾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３１５期，第１－２４页。
见 “大法官”释字第５６７号解释。
见 “大法官”释字第６２４号解释。
见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２条第２项、第７条第２项。
整体规范。
“促转条例”以 “促进转型正义”、 “落实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为目的，〔１〕针对的是 “威权统治”
时期台湾当局的不当行为。“威权统治”时期是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至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６日，也就是从台湾
光复到台湾所有地区解除 “戒严”为止。〔２〕 “促转条例”的主要任务为规划、推动 “开放政治档案”，
“清除威权象征及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处理不当党产”
及其他 “转型正义”事项。〔３〕
主管机关 “促转会”依 “促转条例”设立，是隶属于台湾地区行政机构的二级独立机关。 “促转
会”成员由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提名，经台湾地区 “立法机构”同意后任命。〔４〕 “促转会”有行
政权和司法调查权，可以邀集相关当事人陈述意见，查看或临时封存档案册籍、文件及其他必要的资
料或证物，调查和勘验等等。〔５〕接受调查者不得规避、拒绝或者妨碍调查，违者最高将课以罚款并承
担刑事责任。“促转会”的决议方式，须半数委员的出席，经过出席委员过半数通过。〔６〕 “促转会”应
于二年内完成 “转型正义”任务，并向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提出完整书面总结报告，其中包括调
查报告、规划方案及具体实施步骤，未完成得延长，完成任务后解散，由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公
布总结报告。〔７〕就此，以 “促转会”为主体的组织规范基本建立。
（二）受害人救济与赔偿
真相调查与受害人救济的问题，主要涉及 “二二八事件”和 “白色恐怖”。１９４７年的 “二二八事
件”是台湾同胞反抗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权利的一个正义行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８〕为
澄清事实真相、修正历史不公，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于１９９０年成立 “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并于１９９２
年公布 《“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８日，“二二八”纪念碑于台北市新公园内落成，李
登辉代表当局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１９９５年４月７日，台湾地区 “立法机构”通过 “二二八补偿条
例”，设置 “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１９９６年，台湾地区行政机构确定２月２８日为和平纪念
日，并规定为假日；２００６年的２月１９日，民进党政府的 “国史馆”发表 《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
告》；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１日，“二二八补偿条例”修正公布名称为 “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５日，台湾地区 “立法机构”通过 “促转条例”，重申了 “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的重要法
律地位。〔９〕
“白色恐怖”是指 “戒严”时期的政治案件。台湾地区的 “白色恐怖”时期，从１９４９年的 “四六
学生事件”算起，直到１９８７年解除 “戒严令”为止，其间台湾共出现超过２９０００件政治案件，有１４万
人受难，其中超过３０００人遭处决。〔１０〕台湾当局通过了１９９５年的 “戒严时期回复条例”，以及１９９８年
的 “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设置 “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
补偿基金会”，来对当年受害者的权利予以恢复和救济。２００７年 “台湾人权景美园区”修缮完成，作为
“白色恐怖”纪念遗址。
（三）追缴 “不当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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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见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１条。
见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３条。
见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２条。
见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８条。
见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１４条。
见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１３条。
见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１１条。
出自国台办发言人２０１７年２月的发言。
见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６条。
黄兆年：《转型正义在台湾政经结构中的角色定位》，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硕士论文，２００８年，第８３－８５页。
所谓 “党产”问题，是指国民党当局废除 “党国体制”、进行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资产划
分问题。在 “党政一体”的时代，国民党的资产和台湾当局的资产不做区分，且账目不明，以至现在
难以分清。而且庞大的资产使国民党在选举中显具优势，破坏选举公平。台湾学者研究认为，在岛内
政治斗争中，国民党利用党产拉拢人，打压反对派，进行不正当竞争。〔１〕
民进党为捞取政治资本，一直是追打国民党党产的主力。最早，民进党的矛头对准的是国民党的
党营事业。在１９９０年６月，民进党中常会通过并公布其所谓 “宪政研究小组”提出的所谓 “民主大宪
章”，其中专列政党一章，禁止政党经营营利事业。〔２〕民进党正式将党产问题提上台面，是在陈水扁
执政后。２０００年张清溪、陈师孟、黄世鑫、王涂发向台湾地区监察机构告发国民党的党产问题，之后
监察机构展开调查，并由黄煌雄完成调查报告，报告结论是国民党党产不符合 “实质法治国”原则，
此后该报告成为陈水扁当局提出 “不当党产条例”、推动 “讨党产公投”及进行司法追讨的重要依
据。〔３〕但由于国民党掌握着 “立法机构”，自２００２年起的１４年间， “不当党产条例”一直未能通过。
直至民进党再次执政后，最终于２０１６年通过 “不当党产条例”，并于２０１７年公布 “政党法”，规定政党
每年应向主管机关提出上一年度财产及财务状况决算书表。〔４〕至此，追讨国民党党产取得 “法理”依
据，成为民进党推动 “转型正义”的重点。
（四）宣扬 “原住民正义”
所谓 “原住民”的历史正义主要包括 “归还土地”和 “正名”两大核心诉求，针对的是日据时期
日本政府侵害人权的行为和国民党 “威权”时期的歧视政策。〔５〕其是否属于 “转型正义”的范畴，目
前台湾学界还有争议。否定观点认为，“转型正义”聚焦 “威权独裁”向民主体制过渡所面临的问题，
与 “原住民”的集体权利诉求有本质上的差异。〔６〕肯定的观点则认为： “威权统治”下造成的人权侵
害，不仅包括对个别 “原住民”的侵害，还包括政策、制度上对 “原住民”的集体侵害，例如１９５０年
代起国民党当局推动的一系列 “山地平地化”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两种情况并不能简单切割处理。〔７〕
“原住民”历史正义成为 “转型正义”的内容之一，主要是因为民进党蔡英文要塑造所谓 “原民史
观”。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上表示：“我们不敢忘记，这个岛上先来后到的顺序……会用道歉的态度，来
面对原住民族相关议题，重建原民史观，逐步推动自治，复育语言文化，提升生活照顾。”为了获取台
湾少数民族的支持，蔡英文向台湾少数民族承诺会积极实现 “转型正义”，具体包括：设置调查和解委
员会，以梳理、发掘真相；对其流失的土地、语言、文化、征战伤亡等给予适当赔偿；为四百多年来
台湾少数民族所遭遇的剥削而道歉等等。
四、台湾地区 “转型正义”实践之批判
（一）“立法”草率
“促转会”被定位为 “二级独立机关”，实质上突破了台湾地区的既有规定。根据 “中央行政机关
组织基准法”第５条第３项、第３２条、第３６条及 “行政院组织法”第９条的规定：（１）除 “中央行政
机关组织基准法”及各机关组织 “法规”外，不得以 “作用法”或其他 “法规”规定机构组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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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若兰，吴明季：《转型正义的思考与实践》，台湾 《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６卷第３期，第１－２９页。
黄煌雄：《还财于民：国民党党产何去何从》，台湾商周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３０－１６８页。
陈咏江：《民进党对国民党党产追讨历史回顾》，《统一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４５－４７页。
见 “政党法”第２１条。
郝时远：《当代台湾的 “原住民”与民族问题》，《民族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２７－４２页。
陈翠莲：《转型正义不宜包山包海》， 《苹果日报》，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４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ｐｐｌｅ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ｔｗ／ａｐｐｌｅｄａｉｌｙ／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２０１６０６２４／３７２８１７１５；林雍升： 《威权体制的转型正义不应与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混为一谈》， 《民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７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ｎｅｗｓ．ｔｗ／ｎｅｗｓ／３ｂｄｆｅｄ９０－ｂ５４９－４ｆ７ｃ－８６ｆ２－ｄ６３ｃ１ｂ８８２ａ１１。
阮俊达：《族群主流化观点下的原住民族转型正义》，台湾 《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５１－７１页。
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为应对突发、特殊或新兴的重大事务设置的临时性、过渡性的机关，其组织以暂行
组织规程规定，并应明定存续期限；（３）“二级独立机关”的总数以三个为限，目前已有三个，分别是
“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和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作为 “作用法”，“促转条例”却
设置新的 “二级独立机关”，显有不妥，以至于不得不明确排除上述规定的适用。〔１〕对此，部分学者
以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理论论证其 “合法性”，但笔者不能苟同。一方面，根据 “中央法规标准
法”的规定，“法”与 “条例”都是由台湾地区 “立法机构”通过，二者没有位阶高低之分。〔２〕因此，
作为特别法的 “促转条例”排除作为一般法的 “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限制性规定，表面上并
无不当。然而，“中央法规标准法”的内容是 “法规之制定、施行、适用、修正及废止”等根本性问
题，〔３〕从性质来看属于 “宪法性法律”的范畴。如果这样的根本性规定都可以轻易排除，可见 “促转
条例”对整个 “法律”体系的动摇是不容小觑。
同时，“不当党产条例”关于 “不当党产”的界定方式，有违法律明确性。 “不当党产条例”第４
条规定：“不当取得财产”是指 “政党以违反政党本质或其他悖于民主法治原则之方式，使自己或其附
随组织取得之财产”。在排除党费、政治献金、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孳息后，第５条
提出两个 “推定”：一是政党、附随组织自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起取得，或其自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起交付、
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并于该条例公布日时尚存在之现有财产；二是政党、附随组织自１９４５年８
月１５日起以无偿或交易时显不相当之对价取得之财产，皆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然而，根据 “大法
官”释字第４３２号解释，依法应受惩戒处分者，必须使其能预见其何种作为或不作为构成义务的违反，
及所应受的惩戒为何，方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而根据 “不当党产条例”的规定，当事者很难做出预
见。首先，“违反政党本质”和 “悖于民主法治原则”的规定是原则性的，不够具体明确；其次，两个
“推定”从时间上 “一刀切”，无论政党取得财产的方式为何，抑不论取得财产的当时正当与否，一律
推定属不当取得的财产并全面禁止财产处分，显然忽略了党产的复杂性，处理方式不够公平合理。如
果政党是因行政处分或行政契约等公法关系而取得财产，由于该行为是依法行政行为，同时受到信赖
保护原则的约束，该行为所涉及的财产不应随意推定为 “不当”。〔４〕由于 “促转条例”和 “不当党产
条例”中没有进一步的具体规定，所以 “党产会”在实践中往往独断专行，使 “不当党产”的判断标
准更加模糊。
此外，关于 “促转会”的决议方式，也可能沦为少数人的决定，难以发挥弥合社会分歧的积极功
能。“促转会”的决议方式，是半数委员出席、经过出席委员过半数通过的简单多数决，即只要有超过
四分之一委员通过即可成案。但是， “促转会”所决议的 “转型正义”事项，多涉及台湾社会核心冲
突，如平复司法不公、处理 “不当党产”等问题，皆为台湾民众所密切关注，涉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
此等重大争议事项，由两个 “三分之二”的特别多数决模式决出更为妥当，若由少数人作决定，则门
槛过低，恐难服众。加之 “张天钦事件”的出现， “促转会”前 “副主委”张天钦将 “促转会”称为
“东厂”，使台湾民众对 “促转会”内部运行机制的疑虑加重，这间接说明 “促转会”的决议方式确显不妥。
（二）真相不彰
实现社会修复与和解，首先必须澄清公布真相、修正历史不公。然而在 “二二八事件”的处理中，
国民党和民进党就事件却各有不同的调查结果，其引发的争论阻碍了真相的还原，最终演变为政党意
识形态之争。
１９９２年国民党当局的 《“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认为，导致 “二二八事件”爆发的主因是官民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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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２条第１项。
见 “中央法规标准法”第２条：“法律得定名为法、律、条例或通则。”第４条：“法律应经 ‘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
见 “中央法规标准法”第１条。
刘宗德：《台湾转型正义之制度设计刍议》，台湾 《台湾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３１３期，第９８－１１０页。
盾，事件中并没有 “加害人”一说，双方都是冲突的受害者。〔１〕因此在１９９５年，台湾地区 “立法机
构”通过 “二二八补偿条例”，以补偿的方式消解社会矛盾。然而，民进党陈水扁执政后，认定 “二二
八事件”是省籍矛盾，是台湾人民的 “独立”要求，并令 “国史馆”于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９日发表新的研究
报告 《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指出 “陈仪、柯远芬等固然失政于前，不当镇压于后，但蒋介
石不仅充分掌握着事变中的各种讯息，还支援、袒护与 ‘二二八事件’相关的台湾军政首长，实乃
‘二二八事件’的 ‘最大元凶’”。〔２〕之后于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１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被修改
为 “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由 “补偿”变为 “赔偿”，国民党成为 “加害者”。由此可见，争议背后的
目的并不是惩治不法、恢复正义，真相不彰现象的背后是台湾当局陷于党争、翻搅统 “独”议题的现实。
（三）矫枉过正
台湾地区 “转型正义”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转型正义”的本意是保护人权、实现平等，但由于
种种原因却形成了新的不公与迫害，其集中体现于 “不当党产”的处理实践。
“不当党产条例”第５条涉嫌有罪推定。国民党党产的来源和使用情况比较复杂：首先是当时实行
党国体制，部分财产的性质难以区分；其次，“不当党产”从１９４５年起算，历史久远，财产来源举证
困难；再者，国民党利用党产也为台湾社会建设作出了许多贡献，功劳不应被磨灭。“不当党产条例”
第５条对上述因素不予充分考虑，只是简单地将无法举证来源合法的党产推定为 “不当”，涉嫌有罪推
定，违背法治原则。
“不当党产条例”实际上仅适用于特定政党 “国民党”。“不当党产条例”第５条规定，不当取得财
产的范围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起算，这正是国民党接受日本投降、收回台湾地区的时间，其针对意味明
显。“不当党产条例”第４条规定，政党是指于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５日前成立并依 “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
体的规定备案者。台湾地区在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５日前成立的政党只有１０个，除了１８９４年成立的国民党和
１９８６年成立的民进党是大党之外，其他８个都非常弱小。〔３〕加之该规定直接排除了１９８７年后成立的
所有政党，显然当权的民进党清算的主要对象就是国民党。“不当党产条例”本应是面对不特定对象的
普遍性规范，现在却成为了针对特定对象的个别性规范，背离了促进政党公平竞争的基本精神。
在执行方面，“党产会”有滥用权力的现象。例如，２０１８年２月，因 “妇女联合会”决定拒签 “党
产会”主导的行政契约，“党产会”专断认定妇联会为国民党附随组织，并冻结其名下３８５亿新台币资
产。〔４〕“党产会”在调查报告中列出三大理由：（１）宋美龄担任过妇联会及其前身组织负责人，且该
联合会的主要干部多为国民党籍政界人士的夫人；（２）由妇联会等组织发起的 “劳军捐”欠缺合法依
据；（３）妇联会对其财产进行转让时，欠缺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然而，根据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
妇联会虽是由宋美龄领导成立的人民团体，但主要从事社会公益工作，参与人员也不限党派，不参加
国民党的中常会，有独立、固定的经费，与政治、政党并无关系，不符合 “不当党产条例”第４条对
附随组织的定义。〔５〕该事件充分体现出 “党产会”的弊端：由于其权力设定模糊，致使其在实际行使
权力过程中缺少制约，任意为之。
（四）维权受阻
１６
台湾地区 “转型正义”实践述评
〔１〕
〔２〕
〔３〕
〔４〕
〔５〕
夏立安、孟磊：《转型正义中的 “二二八事件”———以 “二二八事件”的两份研究报告为视角》，《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５第５
期，第６６－７２页。
张炎宪：《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６６页。转引自夏立安，孟磊：
《转型正义中的 “二二八事件”———以 “二二八事件”的两份研究报告为视角》，《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５第５期，第６６－７２页。
资料源自台湾地区 “内政部”政党备案名册。
《台当 局 “党 产 会”认 定 妇 联 会 为 国 民 党 附 随 组 织》，中 新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ｔｗ／２０１８／０２－０１／
８４３９０２７．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５月８日访问。
董保城：《妇女联合会是否为 “不当党产处理条例”“附随组织”之探讨》，台湾 《法令月刊》，第６８卷第８期，第１５－５２页。
蔡英文在２０１６年选举时曾向台湾少数民族作出实现 “转型正义”的承诺，但其当选后并未兑现，
其表现有：（１）蔡英文当局虽然在 “总统府”下设置了 “原住民族转型正义委员会”，但该机构在性质
与职能上属于咨询与协商机构，与之前承诺的 “调查和解委员会”相去甚远。（２）２０１７年２月 “原住
民族委员会”发布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范围土地划设办法”，在划定原住民传统领域时，排除了部分
私人占有的土地，让美丽湾度假村等争议土地开发 “就地合法”。〔１〕 （３）蔡当局虽然表面上承认台湾
少数民族遭遇了四百多年的剥削，但在 “促转条例”中却未将台湾少数民族的诉求规定其中，并将迫
害台湾少数民族最严重的日据时期排除在外。台湾少数民族群体维权受阻。
实际上对民进党而言，“原住民”议题的价值不在于 “厘清历史真相、促进社会沟通、走向社会和
解”，而在于所谓 “原民史观”的塑造。所谓 “原民史观”，即站在所谓 “原住民”的立场，把包括国
民党在内的 “后来者”都看做是 “非法外来政权”，并指责 “外来政权”对 “原住民”的迫害。〔２〕民
进党通过所谓 “历史重塑”，攻击 “两岸一国”的中华史观和统一史观，割裂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的关
系，以达到宣扬 “台独史观”、为 “台独”铺路的企图。
五、台湾地区 “转型正义”实践的影响与未来走向
转型正义应该修复历史创伤、恢复社会秩序、重建文化道德、实现民主法治。但台湾地区的 “转
型正义”在实践中凸显出的问题，更多的根源于民进党对政治资源的攫取：“立法”上的冲突和模糊，
是因为民进党想利用 “转型正义”实现对权力的掌控；真相调查的混乱，归因于不同党派立场和利益
的相互争斗；“转型正义”在党产事件中的过激倾向，主要是因为民进党急于清算、打击国民党；“原
住民”的维权运动也被民进党利用，成为塑造 “台独史观”的工具。台湾地区的 “转型正义”在民进
党当局的主导和政治操弄下，日渐背离正义的宗旨，成为了政党斗争、宣扬 “台独”的工具。
在变质的 “转型正义”的影响下，台湾社会转型中凸显出 “民粹主义”的倾向。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初，李登辉就开始引导台湾走向一条所谓 “本省人”对 “外省人”的 “省籍认同”路径，客观激化
“省籍矛盾”，宣扬 “民粹主义”。〔３〕现在以 “转型正义”之名，“省籍矛盾”更是裹挟着历史仇恨、政
党冲突和统 “独”争议，激化社会矛盾，扭曲社会正义。
已经有台湾学者意识到，转型正义的目标应当是台湾社会的集体和解：“把台湾所有族群都视为事
件的共同受难者，才是建立历史共识的恰当途径。因为在事件的阴影下，社会内部的每一分子都有被
悲情绑架的痛苦。转型正义除了表现在立碑纪念与 ‘立法’赔偿之外，应该让所有族群都从悲情中解
放出来。”〔４〕一味地打击和清算只是新一轮的压迫和宰制，并不能导向公平正义。台湾目前的主流民
意就是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湾地区 “转型正义”若要继续推进，就必须立足台湾民意，还原
“一个中国”的历史真相，消除无谓的斗争和倾轧，实现台湾地区内部和解，促进台湾社会全方位发
展，推动两岸交流，实现融合发展，方具有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张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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